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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智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蒙藏局势：围绕 1913 年的“蒙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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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论德尔智这一历史人物。1895 年达赖喇嘛亲政后，德尔智随之进入西藏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对当时的西藏

政治形势，尤其辛亥革命以后，对达赖喇嘛的对俄政策及“联蒙”方针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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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德尔智（Dorjieff,Agvan,1854—1938），全名阿古旺·德尔智耶夫，又称阿旺德尔智堪布，汉文

文献表记为“德尔智”，或“阿格万”，俄文文献一般称为“罗桑·阿旺·多尔吉耶夫”，系布里亚特

蒙古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央亚细亚佛教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德尔智

是一位以一种特殊身份长期活跃在藏传佛教地域的宗教家、政治家。在德尔智的直接参与领导之下，

西藏在同英国、沙皇俄国以及清末民初的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经历了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德尔智自幼为僧，1873 年到西藏拉萨，进入哲蚌寺经院修业 15 年。在西藏结识了达赖喇嘛、

班禅活佛和其他一些显贵政教人物。1888 年，德尔智经院毕业，取得高级学位拉然巴。德尔智在教

授佛教哲学的时候，担任达赖喇嘛的蒙古语翻译官、明学大师，颇得达赖喇嘛信任。1895 年达赖喇

嘛亲政后，德尔智随之进入西藏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对当时的西藏政治形势，尤其对达赖喇嘛的对

俄政策及“联蒙”思想给予了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清朝的统治已尽衰落，而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此时德尔智考虑在对

立中的英俄间取得沟通以实现西藏的自立计划。德尔智也积极参与了外蒙古“独立”运动。他将外

蒙古“独立”的情况及时向达赖喇嘛报告，并提出在俄国的保护下，西藏仿效外蒙古实行“独立”，

进而蒙藏结盟。1913 年初，德尔智代表达赖喇嘛与蒙古签订条约。德尔智以达赖喇嘛的外交官身份

进行广泛的冒险活动。其活动范围不只限于中央亚细亚地区，还在中国内地、俄国、英国、日本、

印度、尼泊尔及法国之间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德尔智及其相关史事的翔实考察，对于晚清以来的中

国亚洲内陆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及近代蒙藏政治关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两次出走 

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地区空前动荡和急遽变化的时期。晚清以来，英、俄 

等列强势力向西藏和蒙古渗透，加上清朝对边疆地区政策的变化，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

的动荡。英国入侵印度后，主攻西藏，通过不平等条约，步步逼近拉萨。在西藏发生的激烈的武力

冲突和英、清、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尤其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产生隔阂及十三世达赖喇

嘛的两次出走，都给外蒙古哲佛及各上层王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无疑对当时的蒙古政治局势及

后来的独立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8 年，英国以藏军在隆吐设卡为借口，发动了侵藏战争。三月二十日，英军开始向隆吐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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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进攻。过了四天，英军大举进攻，藏军不支，撤出隆吐。开战几个月，西藏军民坚决抵抗，但

屡遭失败，藏军损失惨重。六月，藏军三千人向隆吐反攻，企图收复失地，但结果又遭失败，荣赫

鹏①所著之《印度与西藏》中，有如下记载：“然两月以后，藏人又肆凶焰，以兵三千进攻隆吐我军

阵地，旋被击退，再度撤兵”。[1]战争以藏军失利而告终。1890 年签订“藏印条约”。据历史文献记

载，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西藏各阶层人民坚决抵抗英帝侵略，同时也反对清政府的对外屈服的错

误政策。达赖喇嘛下令积极组织僧兵，还亲自给每一位战士摸头鼓励。[2]达赖喇嘛表现出极为坚定

的抗英爱藏之决心，赢得了西藏上层僧俗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在战后，西藏僧俗上层普

遍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掌政。[3] 

1895 年八月初八，在布达拉宫内的司西彭错大殿，举行了隆重的达赖喇嘛亲政大典。据德尔智

讲，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国际政治，尤其是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列强的关系问题上有极大兴趣，而

且在西藏采取了积极的多方面的改革政策。[4]达赖喇嘛亲政时期，西藏局势动荡，统治阶层内部存

在尖锐的矛盾，权力之争较激烈，而且噶厦政府与扎什伦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尤其第一次的

抗英战争以来的达赖喇嘛与清政府之间的分歧迅速加深，矛盾愈加尖锐。当时陪同达赖喇嘛学习辩

经的德尔智多次向西藏人谈西藏与俄国的关系。英国人加紧侵略，而清朝面对英国侵略软弱无力，

西藏人只向俄国寻求支持，因为俄国可能给予西藏实际援助。鉴于西藏所处形势，达赖喇嘛确信德

尔智所建议的西藏对外政策的方针是正确可行。他出于这些考虑，决定派德尔智回俄国去摸索俄国

对西藏的态度及从俄国得到实际援助的可能性。1898年，德尔智经印度赴俄国。[5] 

1904 年初，荣赫鹏率领由 3000 多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再次向西藏进军。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

领导下英勇奋战，但终因人力和武器装备的悬殊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等原因，此次抗英斗争仍

以失败收场。 

面对这次英国大规模进军西藏的局面，德尔智向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提出建议必须与英方达成

和平协议，不可能以军事抵抗对付英国人。而他的建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藏军显然实力不足，

节节败退，英军直陷拉萨。在这战乱困难时刻，达赖喇嘛委托德尔智担任要职。德尔智掌握财务，

创制了水动力机，在国内召集的铁匠组织铸币。此外，德尔智还负责防务，改造了中国老式火枪，

才使西藏人有可能对英国人进行比较有效的抵抗。1904 年 5 月，英军横渡藏江时，德尔智害怕落入

英国人手中，准备动身去蒙古。达赖喇嘛确信无法阻挡英国人之后，同德尔智商量，希望一同出走

去蒙古。德尔智向达赖喇嘛表示，旅途中护送达赖喇嘛是他的职责，他将不畏艰险，不惜个人性命。

当英军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达赖喇嘛恐遭英国人和中国驻西藏官员的谋害，紧急召见德尔智，

准备动身赴蒙古。1904 年七月下旬，十三世达赖喇嘛授甘丹池巴洛桑坚赞为摄政王，代行政务，自

己偕德尔智，还有六名随员，离开拉萨北上前往蒙古。达赖喇嘛北上有两个目的，一是先到蒙古，

再赴北京觐见清朝皇帝；二是派德尔智联络俄国当局，以求援助。[6] 

达赖喇嘛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经青海、甘肃进入外蒙古，暂留三音诺颜汗部。同年十一月，

达赖喇嘛受哲布尊丹巴之迎请，抵达库伦，住锡甘丹寺。自达赖喇嘛抵达库伦后，清政府给予他物

质上的安抚，同时严密的监视其一举一动。因为清政府尚不清楚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至库伦的真正

意图，恐其继续北行进入俄国边界，以联络沙皇。达赖到库伦后，驻蒙古的俄国领事和教徒们频频

前来勤见，而且众多磕头者中，“布里亚特十居七八”。达赖喇嘛也派德尔智，请求俄国驻库伦领事

将西藏局势，以及达赖喇嘛北上库伦，希望得到俄国援助等情况，禀报沙皇。1906 年 3 月，德尔智

在达赖喇嘛的仲译策仁丹巴土登的陪同下，出访俄国。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引荐德尔智在彼

得堡晋见了尼古拉二世。德尔智向沙皇述说了西藏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并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希

望得到俄国的援助的请求。[7]但此时的俄国已在日俄战争中败北，并且国内也正发生骚乱，已经无

暇去支援达赖喇嘛。同时，俄国也极为谨慎，以免被清朝驻库伦大臣怀疑。另一方面，俄国政府一

直遵循着在内陆亚和西藏问题上不与英国发生冲突的主导原则。因此德尔智在彼得堡逗留许久，一

直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答复，直到 1907 年，他才从俄国返回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7] 

达赖喇嘛离开库伦，踏上了返回拉萨的漫漫之途。一行于 1906 年 11 月抵达西宁。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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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五台山静养一段时间后，接到谕令，自五台山启程，于 1908 年 9 月 28 日抵达北京。谭·戈

伦夫在其《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道：“他与那个无处不跟随的德尔智一起到北京旅行。……这位喇

嘛赴北京途中会见了一些外国代表，其中包括俄国公使廓索维慈。美国公使柔克义鼓励他加强与英

国的更密切的联系，而日本人则派了携带礼品的和尚以及一位赠送武器的武官拜见了达赖喇嘛”。[8]
达赖喇嘛在北京活动期间，德尔智作为贴身堪布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达赖喇嘛在京情形，札奇

斯钦则提供了如下记载： 

“达赖喇嘛在北京的一段时间，虽然接待甚好，可是过得并不愉快。原因是觐见太后和皇帝的

仪礼问题，清廷要求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对方的堪布们希望按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见

面时平起平坐的仪礼。不料国势远逊于清初当时的朝廷，竟非要折辱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不可。达赖

喇嘛以避难来京，进退维谷，终于在双方商谈将近一个月的阴历九月下旬，才忍辱接受了清廷的要

求。……这一件事，在尊奉达赖喇嘛为活佛的蒙藏人士看来，是一件大不敬之事，故此大为不满。

当然这项折辱也使后来达赖喇嘛对于清廷，甚至对于中国的态度，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不料在这场

觐见之礼过后没几天，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殡天’。于是就有不少蒙藏人士说：‘他们之死，

是由于折了福而折寿的’”。[9] 

由于寻求外国支持的所有努力均告失败，达赖喇嘛决定离开北京去塔尔寺，从那里返回拉萨。

而德尔智另负使命被派往彼得堡。达赖喇嘛于 1909 年 12 月 25 日返回拉萨。当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

清廷看到他不肯帖服的态度，就下令褫夺他的一切法号。同时自四川派来的清军直接威胁拉萨的安

全。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再度出走。1910 年 2 月 21 日，当钟颖率领的先头部队从一个城门侵

入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就从另一个城门出走，流亡印度，寻求保护。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他一直

向英印及俄国政府请求援助。[10] 

1911 年 10 月，在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民

国政局陷入混乱，不能对西藏实施统治。1912 年，对西藏来说是最为混乱，灾难深重的时期。西藏

局势急剧恶化，清藏开战，到处都是中弹死亡的藏人尸体，整个拉萨城就像人间地狱。[11]1912 年

秋，经过尼泊尔方面出面调停，冲突双方同意停战。除驻藏大臣私人卫队外，其余所有汉军撤出西

藏。至 1913 年 4 月，剩下的汉人也都离开了西藏。当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1912 年 7 月 24 日德尔

智和一个名叫安云安次郎（即矢岛保治郎）的日本人在藏印边界迎接达赖喇嘛的。[12] 

三、“蒙藏条约”缔结背景  

1912 年 7 月，达赖喇嘛从大吉岭回藏与德尔智等会合，而抵达拉萨是 12 月的事。他入居布达

拉宫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制定发布:“内地各省人民刻己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

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著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

当照旧供给”[13]，并开始整顿内政，严惩在汉藏战争中的亲汉分子。召集僧俗官员、各宗头人会议，

讨论对西藏今后内政外交的方针。再一个重要事情是发布了被称为达赖喇嘛所发布的各种文告中最

具影响的所谓“水牛年文告”。此文告除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发布了教规戒律、交纳贡赋、支付差役等

内容外，还包括了西藏地位问题、加强防卫等内容。[14]同时，即 1913 年初，西藏与蒙古博克多汗

政府之间签订了有关相互承认独立、互相援助等内容的“蒙藏条约”。[15] 

蒙古自独立后，其政治之关，固己脱离母国，而宗教上一切行动，自不得不与西藏往来。故彼

之计画，自己联络西藏为第一要义。在独立之初，活佛即遣派密使，多方煽惑，约为同一之举动。

[16]蒙古和西藏间，甚至发生过影响帝国体系的重要政治联盟关系。在对付列强帝国时，蒙古和西藏

的立场是一样的。抵抗“公共之敌”的时候，自然产生同盟关系。而且，经过德尔智的长期谋划蒙

藏间一直保持着联络基础。因此，企图得到更多支持的蒙古政权，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终于

畅通了和西藏建立外交的可能性。博克多汗政府的意向也恰好迎合了西藏方面希望恢复其政治地位

的想法。[17] 

在蒙古发生独立运动的时候，德尔智在拉萨、库伦、彼得堡等地频繁活动。当时的消息人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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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尔智企图把蒙古和西藏连在一起，使达赖喇嘛的领袖地位在库伦得到确认，建立一个处在俄国

沙皇保护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蒙藏帝国”。德尔智的这一著名计划，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印度的英国

政府极为关心的事情以及英俄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商讨的问题。[18] 

1911 年，达赖喇嘛给在彼得堡的德尔智去信，要他到西藏共商大计。1912 年夏，德尔智在帕

里面见达赖喇嘛，并报告了外蒙古的情况。[19]德尔智来西藏的消息，立即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

英国政府认为，德尔智是俄国在藏的间谍，1904 年达赖喇嘛前往蒙古的责任在于德尔智。倘若俄国

在藏的阴谋得逞，英属印度就会面对更多的威胁。因此，英国政府一方面力图摸底德尔智来藏的原

因，一方面给德尔智施加压力，使其不能在藏久留。达赖喇嘛知悉外蒙古取得“自治”的消息后，

通过西藏地方政府商讨决定，派德尔智去执行两项外交使命：一是同独立的外蒙古签订“蒙藏条约”，

结成政治同盟；二是同俄国政府谈判，订立“俄藏条约”。[20]在英国的压力和监督下，达赖喇嘛不

能久留德尔智，立即指示他离开拉萨，前往外蒙古。1912 年 11 月底，德尔智抵达库伦后，向蒙古

人宣称:“西藏实己宣布独立，达赖予以全权来库商定蒙藏联合互保之约。并拟与俄政府讨论英俄公

保西藏问题，西藏人当许英俄以同等利益，为之酬报”。[21]1913 年初，即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

西藏王达赖喇嘛为庆祝蒙古的独立，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而被派遣到库伦的全权代表格即尔咱西布、

堪乾罗布桑阿旺（即德尔智）等人受到蒙古人盛大的欢迎，并商定了有关共同发扬黄教，相互援助

等内容的蒙藏和平协约 9 项条款。[22] 

早在 1904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拉萨时选择库伦为终点问题上，德尔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库伦北近俄国，南望北京，从政治上的考虑，是一个理想的暂留地。而正值达赖喇嘛通过德尔

智，向俄国政府请求援助时，俄国战败于日本而未能提供援助。从此，达赖喇嘛注意到了刚刚兴起

的日本帝国。据日本外务省记录，1912 年 5 月 14 日，达赖喇嘛向日本驻喀尔喀的柴田滋领事提出

从日本购入兵器的愿望。柴田领事立即向伊集院公使报告。三天后，伊集院又向本邦请示如何对付

达赖喇嘛提出的申请。[23]但是日本外务省记录中没有记载日本政府对此申请的回应情况。日俄战争

后，日本帝国的势力蔓延于中国东北地区，也延续到了外蒙古。因此，蒙古一时盛行了“日本所出

价廉物美之军械弹药”。达赖喇嘛离开蒙古后，留下的商业委员不仅在蒙古和西藏间通报消息，而且

日俄枪弹之输至拉萨，有时输入机关枪开花弹等事均借助此等商业委员之力。因此，外蒙古成为了

西藏输入军械弹药的重要路径。[24]在西藏与俄国的关系中，外蒙古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共同的宗

教信仰及与西藏同样的遭遇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通过 1907 年的“西藏协定”，俄国在西藏问

题上主动让步于英国政府，表示保持“友好关系”，但俄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西藏的关注。由于俄国

在藏的代表人物——德尔智是布里亚特蒙古人，与蒙古人系同族关系，也是达赖喇嘛的亲信、重要

的政治参谋者。因此，俄国通过德尔智与西藏发生的种种联络，皆与外蒙古有着密切的联系。达赖

喇嘛居住大吉岭期间，同在彼得堡的德尔智常有书信往来，他继续依靠德尔智进行联俄。[25] 

四、“蒙藏条约”相关史料 

1913 年的“蒙藏条约”是蒙藏双方之间签订的协约。当时该“条约”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引

起了很大的反响。“条约”最终未被第三者的任何一个国家承认，故对该条约始终存在较激烈的争论，

有人质疑此等条约根本就不存在。至今为止，相关学界仍有不同的认识。在国内出版有关辛亥革命

时期蒙藏问题的档案文献中均未查到涉及“蒙藏条约”的内容。近年来在北京、哈尔滨等地相继出

版了不少英俄外交文书资料，但这些专题翻译文献中也阙如记载。而在日本外交文书档案中发现有

关这些内容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些文献所载内容较为详细。如果要进一步揭示有关历史事件的过程

须充分挖掘利用这些外国档案文献。 

首先从“日本外务省记录”中可以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及缔结经纬。1913 年 1 月 17 日，

日本驻俄国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七大从彼得堡向日本政府报告了“蒙藏条约”的签署情况。此报告

记载:“据圣彼得堡电讯社买卖城电，西藏和蒙古双方全权代表在库伦缔结了包括九项条款的‘蒙藏

协约’，彼此相互承认‘独立’，谋求发展通商，并决定为普及佛教齐心协力”。[26] 田付大使又于

2 月 15 日专门向外务大臣加藤传达“蒙藏条约”详情。报告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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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高明男爵阁下: 

关于在库伦缔结的“蒙藏协约”的大体内容，在第 10号电中已作报告，谅您早已知悉。此次俄

国外交当局根据本的代理大使过去的委托，将该条约全部俄译文和与协约相关的俄国驻蒙全权代表

扩索维慈致沙查诺诺夫的公函己抄送给我。廓索维慈在公函中对该问题所表达 

之意见，有助于窥知该问题之真相。以上内容均译成日文，并与俄文原文一并寄给您，以供参考。

驻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七大(印) 大正二年二月十五日。[27]并在后面附录了廓索维慈的公函及协约

条款。廓索维慈在致田付的公函中说到：德尔智将本约内容出示给他时解释称，此次签订蒙藏协约，

系达赖喇嘛提议，将同宗教并遭受中国当局同样压迫之蒙古和西藏，在宗教和政治上结为一体，乃

是达赖喇嘛之夙愿。蒙古脱离中国……加强了签订他所筹划的蒙藏之间承认相互独立书面协约的意

愿。达赖喇嘛的提议受到了库伦当局的同情和欢迎。于是，即作为德尔智的使命，又作为符合蒙古

方面的要求，双方缔结“蒙藏条约”。[28]驻北京、哈尔滨的大使也向日本政府呈报有关该条约的消

息。1913 年 2 月 6 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外务大臣加藤的电文中称： 

2 月 5 日法文报《北京新闻》发表了“蒙藏协约”。当天以第 135 号电作了报告。《北京新闻》

在社论中以库伦来电报道了“蒙藏协约”的消息：宗教相同且同样遭受中国政府虐政的两国国民签

订本协约是必然的。先前蒙古一宣告独立，达赖喇嘛就希望进一步巩固蒙藏两国间早己存在的精神

链条，终于亲自要求缔结协约，于是看到了本协约的缔结。该报接着登载了协约九条全文，并对协

约评论说:“无论如何，对宗教主达赖喇嘛承认独立，蒙古感到无上光荣。况且缔结协约首先是由拉

萨教主达赖喇嘛提出的。毋庸赘言，蒙古人感到满意的是，当然是协约的缔结对其全体教民的伟大

感化。而对西藏而言，本协约明确宣布西藏己“独立，’，并且声明中国西藏的主权已不复存在。从

商业方面观之，过去每当蒙藏人民之间发生商业纷争，便会遭到北京政府的干涉，为此造成了很多

困难。此次缔结协约，可避免这些纷争了。于是，得出最后的结论是，本协约将永保两国和平，云

云。”谨此报闻，以供参考。 

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29] 

1913 年 1 月 20 日，日本驻哈尔滨的本多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桂兼任致电称: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

署了协约。该协约相互承认西藏和蒙古自主，决定在发展商业和传播佛教方面相互帮助。[30]1913

年 3 月 4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收录蒙藏协约九项条款的全部内容，并在括号里注释该条约的缔结时

间为阳历一月十日。[31] 

另外，莫理循②于 1913 年 2 月 18 日致布拉姆的信中谈到“蒙藏条约”，说这是德尔智搞的阴谋，

此条约在中、英、俄、法之间已引起纠纷。[32] 1913 年 1 月，即“蒙藏条约”签订后，俄国外交大

臣萨佐诺夫向英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并向英驻俄大使布坎南通报了协定的内容及签署情况。同时声

明:俄国政府遵守 1907 年的“西藏专约”，“蒙藏协定”是无效。[33]另外，“蒙藏条约”有些条款，

为俄国向西藏扩张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英国政府绝不承认该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上该

条约的主谋者德尔智为一贯倾向俄方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这也使英国在藏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英

国政府对坚持否定“蒙藏条约”。因此，英俄均认为该条约是非法的。贝尔③在其《西藏的过去与现

在》中的“达赖喇嘛从未批准此约”之观点是不符事实。鉴于当时的国际关系，达赖喇嘛须在英国

人面前否定该条约的缔结，因为当时西藏和英国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协约中的部分条款是有损于英

国在藏的利益。另外，西藏在即将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需要英方的支持，为此达赖喇嘛绝不会向英

国人肯定此条约的。据德尔智说:“为了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蒙藏协约”的文本由他送到拉萨。

达赖喇嘛已赋予他明确的使命和进行谈判和缔结协约的权利，达赖喇嘛无疑会批准该条约”。[34] 

五、结语 ——兼述恰克图会谈与西姆拉会谈 

德尔智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于 1913年 1 月 10 日在库伦与蒙古博克多汗政府签订了“蒙藏条约”。

此条约宣告蒙古和西藏为独立国，奉哲布尊丹巴活佛和达赖喇嘛为圣俗统治者，蒙藏约定相互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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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及宗教上扶持两国臣民。德尔智在签订协定之后，向沙俄在库伦的代表廓索维慈介绍了“蒙

藏条约”的内容，称条约是达赖喇嘛所倡议的，希望将同信仰、同种族、同受清朝统治的蒙古和西

藏在宗教和政治上联合起来。[19]   

该协定实为德尔智长期策划的产物，也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奇怪的是他在自

传中并无特写，只淡谈一句。从此点可以解读“蒙藏条约”实际上没有效力，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

认。即“蒙藏条约”自缔结那时起，就遭到了列强的否认和抵制。从西姆拉会议和恰克图会议结果

可以知道“蒙藏条约”无存实际意义。 

清末以来的所谓西藏和蒙古问题及所导致的统独纷争，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通过西姆

拉会议和恰克图会议，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欧洲形势日益严峻，英、俄己经不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防止在亚洲的条约体系产生新的裂痕。于是，英、俄决定，迅速与北京政

府达成协议，解决蒙藏方面的各项未决问题，再次确认在蒙古和西藏的各自的权利。为此，英、俄

政府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北京政府接受要求，参加三方会议。终于 1913 年和 1914 年，先后在恰克

图和西姆拉召开了中俄蒙、中英藏参与的三方会议。前者史称“俄中蒙恰克图会谈”，后者为“英中

藏西姆拉会谈”。英、俄精心策划的西姆拉会谈和恰克图会谈有如下相似之处： 

1、各方参与会议的目的。蒙古和西藏通过会谈，实现政治“独立”地位；中方的目的在于挽回

在蒙古和西藏的权益；而英、俄企图保持西藏和蒙古现状的基础上，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和政治权

力。 

2、从会谈协约的内容来看，蒙古和西藏为自治；中国保持对蒙古和西藏之宗主权；蒙古和西藏

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内藏和外藏，并明确划定界限。 

3、会谈的影响。虽然西姆拉会谈因民国政府的拒绝签字而最终无效，但是该会谈对参与的三方

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略。通过两个会谈，英、俄两国基本上完成了会前各自预定的计划。会后，英

国政府和西藏方面签订的《通商章程》同《俄蒙通商章程》一样，在租地、贸易、经商等问题上，

英方享有了特殊权益。 

 

注释 

①荣赫鹏（Younghusband,Francis）是 1904 年英国远征西藏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著有《印度与西藏》（India and 

Tib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孙熙初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1983 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

所编印。 

②莫理循(G.E.Morrison),曾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从1897-1918年在中国工作、

生活了二十多年，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关系密切。 

③查尔斯·A·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英国殖民官员，长期担任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长官，兼负责西藏

事务。著有《西藏的过去与现在》、《达赖喇嘛画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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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Mongolia and Tibet in the 1911 Revolution time:Dorjieff 
Agvan and Problem about Mongolia-Tibet Treaty 

 

ZHOU Tai-pi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 

 

Abstract：This monograph introduced a person called Dorjieff（Dorjieff,Agvan,1854—1938）. After Dalai Lama held 
state affairs in 1895, Dorjieff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of Tibet positively. He played the role that was important to a 
policy to make one of Dalai Lama vs. Russian policy and Mongolia and allianc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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